
 
DOI: 10.16538/j.cnki.fem.2018.06.007

 

组织差序氛围：概念、测量及作用机制

陈志霞,  典亚娇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组织差序氛围是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特征的产物，其本质是

组织资源分配者以己为中心依据关系亲疏远近对组织成员加以区别对待。组织差序氛围所凸

显的圈层文化、权力尊卑、差别对待、偏私的资源分配、互惠的社会交换和关系的动态性等特征

是对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具体概括，是值得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的“本土化”命题。当前，国内学

者对组织差序氛围进行了本土化的初步探索，理论研究多围绕“差序格局”、“组织圈子”、“圈层

现象”、“关系”等概念展开，探讨了差序氛围的传统文化根基，解释了差序氛围在“关系本位”思

想主导的人情社会中的作用机制，但对差序氛围内涵缺乏系统化界定；组织差序氛围的测量多

采用刘贞妤的“差序气氛”量表，该量表仅局限于个体维度，而组织差序氛围除了强调亲疏有别

的个体人际关系，还强调基于组织层面区别对待的组织氛围，因而差序氛围的测量体系仍待进

一步完善；差序氛围相关的实证研究多将差序氛围作为前因变量或调节变量，探讨差序氛围对

组织及个体的影响，而对差序氛围的影响因素研究较为缺乏。此外，现有研究多将领导成员交

换关系作为研究的理论支撑，但组织差序氛围作为本土化构念是中国工作场域中的特有现象，

因而在研究中应将这一概念与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加以区分。本文从组织差序氛围的概念、测量

方法、影响因素、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梳理，并且分析讨论了现有

研究的不足，展望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期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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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基于本土文化的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是目前学界亟待强化的重要领域和未来的

研究方向，组织差序氛围（Chaxu climate，Guanxi，error routine）作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

心理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现象，使得中国情境下的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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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独特特征和内在规律，值得本土学者加以重点关注和深入系统研究。

现阶段关于组织差序氛围的研究多在西方领导—成员交换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展开，但中

国人的人际关系具有其独特的本土文化特色，其领导—部属关系也具有某些本土特点。领导—
成员交换理论认为，由于时间和资源有限，领导会根据下属表现是否符合其对角色的预期来决

定是否建立交换关系并予以相应的资源支持（Hwang，2005），该理论强调领导与每个部属都建

立了质量不同的交换关系（Aryee和Chen，2006）。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的差序氛围使得中国情境

下的领导—部属关系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与西方的个体主义情境不同，在中国情境下领导—
成员交换更具差序特征，“差”主要强调根据亲疏远近差别对待，“序”则从权力维度强调以组织

资源分配者为核心形成的尊卑有序的社会交换关系。华人组织中基于“差序格局”而产生的差

序式领导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现有领导类型的领导风格，更突显出本土化情景下领导者与部属

的独特互动方式（田在兰和黄培伦，2013）。因此，中国工作场域中的领导—部属关系研究不应

只基于LMX等西方领导理论进行，而且应将差序式的人际网这一本土化情境特征考虑在内。

其次，中西方的文化情境不同进而组织内关系研究也会存在差异，高权力距离文化下的中国社

会更强调尊卑有序和忠诚，在组织中情感导向原则优于能力导向原则，正是这些异质性的影响

因素使得LMX研究和差序氛围研究不尽相同。再次，LMX理论是研究领导与部属间关系的重

要理论，但其研究仅限于领导及部属间垂直对偶关系的研究，而差序氛围作为一个反映组织内

整体人际关系的概念，应明确其研究主体为组织这一整体。但现有研究却忽略了这一重要特

征，并且现有量表对差序氛围的测量仅局限于部属对领导不一致对待行为的感知或者特定圈

层内个体圈层位置的差异，有悖于差序氛围这一概念的组织整体性特征。因此，应基于中国社

会情境特征加强组织差序氛围的本土化研究。

社会交换是个体工作的主要动机之一，与组织或派系领导建立长期的人情交换关系则很

有可能被纳入圈子之中，从而拥有更广泛的交换范围和资源。中国工作场域中圈子现象和差序

格局普遍存在，并在个体层面及组织层面都存在深刻影响（刘军等，2009）。目前学界关于差序

氛围的评价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圈层”结构使组织呈现出有机性，人情、关系使

组织管理柔性化，组织差序氛围使得员工拥有强烈的归属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差序氛围会

增强组织成员的不公正感知、破坏组织规则。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法治思维已深

入人心，人情关系的生存空间是否会越来越小？差序氛围对组织的影响是好处多多还是弊大于

利？差序格局下的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具有哪些独特规律？其具体的作用机制有哪些？等

等，这些都亟待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鉴于此，本文对组织差序氛围的现有研究进行了综合整理与评价思考。分别从组织差序氛

围的概念、测量方法、影响因素、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梳理，并且分

析讨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展望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期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  组织差序氛围的概念与测量

（一）组织差序氛围的概念和特征

1. 组织差序氛围的内涵

差序格局是基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特征提出的社会心理学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国香港

和台湾学者掀起了本土研究的热潮，将差序格局概念引入组织管理领域（刘军等，2009）。不同

学者和研究对此有不同表述，如组织差序氛围（Chaxu climate，the atmosphere of “error
routine”）、圈子文化（error routine）、圈层（narrow social circles）、关系（Guanxi）等。

早期研究主要基于社会心理视角展开，关注对象主要包括“人情”、“关系”与“面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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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ang，1987；杨国枢，1988；郑伯埙，1995）。这些研究大多基于个体层次将差序格局或差序氛

围定义为与某特定个体关联的关系远近、亲疏有别的状态。如Hwang（1987）认为，华人社会强

调人际互动都应从亲疏和尊卑的认知层面衡量彼此间角色的关系。他以交换对象（情感和物

质）、关系的持久性和稳定性（短暂、不稳定及持久、稳定）作为考察维度将人情关系分为三种：

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在人情社会，人们往往基于“关系判断”进行社会稀缺

资源的配置，不同的人际关系适用不同的交往法则。该阶段主要是基于儒家思想中尊卑有序这

一理念对人际互动产生的影响来研究差序氛围，主要强调差序氛围中差序性的人际互动原则

及差别的资源配置方式。

杨国枢指出， “关系本位”思想的核心是关系决定论，关系的分类以亲疏程度为标准，不同

的人际关系有不同的互动原则，互依形态与互动效果也存在差异。他将人际关系按照亲疏远近

分为家人、熟人、生人，并提出了与之对应的相处原则：对于家人讲责任、对于熟人讲人情、对于

生人讲利害。相较于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模式，杨国枢的关系取向思想更强调关系双方的角

色责任及良性互动，虽然关系亲疏有等差，但并非一成不变，个体可以通过拉关系进而更接近

资源中心。此外，Katherine（1996）也指出，“Guanxi”作为一种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概念，在华人

社会是一种普遍现象，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支持，是非正式的两个个体间的特殊人际关系，受

到隐性心理契约的约束，遵循关系的社会规范如维持长期的关系、相互承诺、忠诚和义务等

（Chen，2004）。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探索从组织层面研究差序氛围，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组织或

团队各成员围绕组织或团队资源掌控者（通常是领导）所形成的关系疏密的差异程度。如许惠

龙（2007）等指出，领导会依据部属与其交换质量的高低将部属划分为三个圈子：“内圈”、“外
圈”、“中间圈”，不同圈层遵循不同的互动法则。事实上每一圈层都存在一定差序格局，同一圈

层内的部属可细分为核心区域成员、中间区域成员、边缘区域成员。罗家德（2010）进一步根据

交换类型、信任建立机制的不同构建出中心网络圈层模型，该模型将社会连带分为最内圈的拟

家人、中间层的熟人、最外圈的认识之人。拟家人圈层适用于家庭伦理，一般人数较少，圈层较

为固定；中间的熟人圈层基于长期的人情交换、互惠交换、长期承诺，通过“报”和“义”建立信

任；最外层的认识之人则基于平等法则进行社会交换。随后，罗家德（2013）根据其中心网络圈

层模型提出圈层结构图（见图1），将组织成员分为圈内人和圈外人，圈内人因位置差异拥有不

同的圈层身份。依据圈层核心领导组织地位的不同，组织内形成大领导圈层及非正式领导圈

层，每个圈子将个体依据其与权力中心距离的远近分为班底、圈边人，位于不同圈子交集部分

的个体为关系桥成员。刘军等（2009）、彭正龙和赵红丹（2011）在团队层面对差序氛围加以研

5：圈外人

5：圈外人

3：大领导圈边人

1：大领导
班底

4：桥 2：非正式
领导班底

 
资料来源：罗家德（2013）。

图 1    圈层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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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认为差序氛围是团队各成员围绕团队资源掌控者所形成的关系疏密的差异程度，并由关系

异质性引起组织内不公平氛围感知进而对个体和组织产生影响，其本质反映的是团队资源和

权力的分布特征，组织资源分配的依据是员工和领导关系远近的异质性，因此员工所得资源差

异程度与组织差序氛围强度正相关。

综上，我们认为组织差序氛围是指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亲疏远近差异以及以此为依

据所采用的不同人际互动法则及差异化、偏私化的组织资源分配。从个体层次来看，它主要体

现为以自我为中心、以关系亲疏远近为依据的区别对待；从组织层面来看，它主要体现为组织

或团队各成员围绕组织或团队资源掌控者（通常为领导）所形成的关系疏密的差异程度及相应

的资源分配差异化对待。领导作为资源掌控者往往依据部属与其交换质量的高低将部属划分

为 “内圈”、“外圈”、“中间圈”等不同圈层，不同圈层遵循不同的互动法则。每一圈层内部也存在

一定差序格局，同一圈层内的部属可细分为核心区域成员、中间区域成员、边缘区域成员。

2. 组织差序氛围的特征

综观现有研究，差序氛围概念的早期研究多从个体角度（Chen等，2013）探讨组织中围绕

组织资源分配者所形成的关系归类及差别对待现象，该阶段研究强调资源分配者主动对资源

请托者进行关系判断并加以区别对待。随着研究的发展和不断深入，情境中心理论的引入使得

研究的关注点逐渐拓展到团队和组织层面，与前一阶段概念相比，圈层更强调资源分配者和圈

层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及整体性特征。组织差序氛围是对差序格局概念内涵的进一步拓展，它

更强调资源分配者和组织成员的互动关系，资源分配者的差别对待行为及组织成员对领导差

别对待行为的感知才能共同影响组织差序氛围。总结相关研究，本文认为，组织差序氛围的特

征主要体现为圈层文化、权力尊卑、差别对待、偏私的资源分配、互惠的社会交换和关系的动态

性等基本特征。

（1）圈层文化与关系导向。组织差序氛围首先表现为组织内部亲疏关系的远近差异，领导

和员工往往会将组织内部成员区分圈内人和圈外人，类似石子投入水中的波纹，依据关系的亲

疏远近加以区别对待。

（2）尊卑有序。中国工作场域中“圈层”现象的研究均围绕组织权力及资源分配进行，这种

展现权力格局的“关系”测度较好地反映了差序氛围中“序”的内涵，团队的中心或组织的领导

因掌握组织资源而成为资源分配者，组织中其他个体作为资源请托者，双方在互动中即形成了

尊卑有序的关系特征。

（3）差别对待。不同的人际关系对应不同的互动法则，差别对待是差序氛围的核心特征之

一，而关系的亲疏远近是进行差别对待的主要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差别对待不仅是组织领导

者根据关系亲疏对部属采取差别对待行为，即使是组织内员工间也会存在差别对待行为。

（4）偏私的资源分配。组织差序氛围主要强调组织权力及资源配置在不同个体间的异质

性，资源掌控者在进行资源分配时多以组织成员与自己的亲疏程度作为衡量指标，这种“亲亲”
的资源分配原则使得组织内部的资源分配过程呈现出偏私的特征。然而从现实情况看，组织架

构的科学化及规章的日益完善使得资源掌控者的偏私行为受到一定限制，在社交资源等隐性

资源分配中更可能出现偏私现象。

（5）互惠的社会交换。互惠责任和信任是“Guanxi”的两个基本原则（Chang等，2014）。在中

国工作场域中，个体工作的一个重要动机即是人情交换（罗家德和王竞，2010），用长期的情感

性或工具性交换积攒人脉、积累资源进而实现个人目标。

（6）关系的动态性。关系的动态性这一特征主要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差序氛围是长期

互动的结果，并非一种静态关系特征；另一方面，个体在关系网（圈层）中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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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际互动法则也是具有动态性的。差序格局的动态性特点是组织中个体热衷社会交换的

重要前提，个体通过“拉关系”实现由圈外向圈内移动进而享受更有利的互动法则是其社会交

换的重要动机（张晓洁等，2014）。
（二）组织差序氛围的测量

现有研究中组织差序氛围的测量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

1. 基于个体视角的单向感知维度

刘贞妤（2003）将差序氛围操作化为部属对领导不一致对待行为的感知，开发出差序知觉

量表。该量表主要包括相互依附、偏私对待、亲信角色三个维度的11个题项。其中相互依附主要

考察领导与特定成员在感情上的相互抱团问题，包括亲密感与信任感的程度（如，在部门中主

管有特别信任的部属）；偏私对待主要测度在组织内部的待遇升迁上有没有偏私现象（如，有同

事晋升比他人快）；亲信角色是指少数下属能在公事上充当上司的左右手而获得信任（如有特

定同事可代行主管的一切职务）。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其效度及其各项拟合指标均

达到心理测量学规定的标准。现有研究多采用该量表，且在之后许多实证研究中的应用都有较

高的信效度（彭正龙，2011；刘军，2009等）。该量表为组织差序氛围的测量做出了开创性的贡

献，为之后差序氛围的研究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化测量工具。

2. 基于人际互动的情境维度

Granovetter（1973）最早从多维度视角对关系强弱程度进行测量，明确指出关系的强度是

一个多维度指标，其测量不应采取单一指标的方法。他将测量连带程度强弱的具体指标分为互

动频率、亲密程度、关系久暂、互惠四个维度，四个维度测量得分高低即表示连带程度强弱。其

中，互动频率主要衡量个体花在关系上的时间，花费时间越长、互动频次越高则关系越强；亲密

程度主要衡量情感强弱，情感越深关系越强；关系久暂主要衡量熟识或相互信任的程度，熟识

程度越高、信任越强则关系越强；互惠交换多而广则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

Krackhardt和Hanson（1993）开发出一个测度组织关系网络的7题项量表，量表主要包括两

个维度，其一是员工情感网络维度，包括5个题项，主要测度个体交流及信任状况（如，你每天都

会讲话的对象是谁；当你提出一个不受欢迎的建议时，你会寻求谁的支持等）；另一维度是测量

员工对领导情感网络的看法，包括2个题项（如，你的领导会找谁寻求与工作相关的建议；你的

领导会相信是谁从而让他对工作的问题保持信心）。该量表通过对组织员工的调查可以有效测

度出组织内的非正式关系网。

高翔等（2014）在Krackhardt和Hanson所开发的量表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情感网络量表。

该量表主要包括4个题项：在非上班时间内，你跟哪些人有社交活动（如逛街、KTV等）；若在工

作上遭遇挫折，你会向他/她吐苦水；你和哪些人聊天时会谈到个人私事；请勾选你觉得最熟的

同事等。该量表需要在一个封闭的团体网络内测度以保证效度，然后根据测量得分利用

Ucinet软件中的距离功能进行计算，根据计算结果区分员工在圈子结构中的位置。与刘贞妤的

单向度测量方法不同，该方法将测度主体从部属扩展到全体组织成员，是对组织整体网络关系

的一个划分，测度结果更清晰地呈现组织结构的差序格局特征及其动态性，但这一测量方法仅

在罗家德等的圈层关系研究中应用较多，其适用范围及可推广性仍待进一步检验。

三、  组织差序氛围的影响因素

（一）文化情境因素

组织差序氛围作为一个极具本土特色的应用心理学概念，社会文化特征是其重要的影响

因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儒家伦理通过社会结构与秩序对个体相互间角色进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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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导致个体间基于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人际交往往往带有差序色彩。刘善仕等（2015）采用单案

例扎根研究的方法探讨了广州某公司的差序式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研究显示组织中的“关系”
具体表现为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合作的时间较长，彼此之间建立了较好的情感和信任基础，同时

管理者基于情感和信任对关系作出亲疏判断进而引发资源偏向行为及差别对待行为。儒家伦

理中的尊卑有序思想及中国的人情社会社交特征作为独特的文化构因影响着组织内人际互动

关系，为组织差序氛围的存在提供了必要条件，这也是差序氛围作为本土化组织人际关系研究

区别于西方LMX理论研究的重要影响因素。

除了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权力距离作为社会文化特征因素之一对组织差序氛围也

会产生重要影响。权力距离水平会影响社会整体的关系敏感程度，高权力距离的文化环境下个

体更倾向于把领导看作资源的分配者、奖惩权的拥有者，因此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呈现出对权威

高度敏感、绝对顺从的特征；此外，社会资本也即“你认识谁”在中国社会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原

则，个体与周围社会环境相互依存从而在团体中能更好地生存 （Nie等，2015）。权力距离水平

对组织发展及员工行为的影响在多数跨文化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但在组织差序氛围中尚缺

少相应的实证依据，现有研究只是在理论阐释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田在兰和黄培伦，

2013）。
（二）主体因素

1. 个体层面影响因素

根据社会影响理论及权力需要动机理论，拥有高政治技能的员工有更强的动机“拉关系”、
“讲人情”，寻求具有竞争性和能体现较高地位的场合和情境，这种活动会引发个体与领导关系

亲疏的差异进而强化组织的差序氛围。刘军等（2009）研究发现，团队成员的政治技能差异对团

队差序氛围的形成具有显著解释力，个体政治技能的差异使得个体运用政治技能寻求自身利

益的程度不同。个体政治技能越高越有机会操纵与直接领导的关系，甚至利用有效的人际策略

打压他人，导致个体与权力核心的距离存在差异，也即组织成员围绕领导形成阶梯型的差异分

布，加重差序氛围。此外，高政治技能员工可以与领导发展“私人感情”，其交换将不再遵循团队

内的公平法则。因此，团队成员的政治技能差异大时团队差序氛围强，反之则团队差序氛围弱。

除了员工政治技能水平的影响外，差序氛围还受个体成就动机等因素的影响。根据成就动

机理论，高成就需要者希望得到有关工作绩效的及时明确的反馈信息，从而了解自己是否有所

进步，因而高成就动机个体基于自身职业发展需求会主动建立非正式的上下级关系、谋求差别

对待（Zhang等，2016），这种个体动机催生了围绕资源分配者的圈层，对组织差序氛围具有正

向影响，个体谋求建立非正式关系的圈层动机强弱与组织差序氛围水平呈正相关。

此外，已有研究显示，个体谋求建立非正式关系的动机对组织差序氛围也有重要影响。罗

家德等（2010）指出，中国员工工作动机的一部分是通过人情交换积累人脉建立社交网络，而在

完成个体目标时动员人脉网中积累的资源。Zhang等（2016）认为，谋求建立非正式关系除了受

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影响，个体动机差异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他根据个体动机差异提出了组

织主管—下属关系动机框架，包括个人关注点维度（个人、他人）和战略维度（关系、交换），根据

关注维度不同形成四种动机组合，即关注职业发展、关注个人生活、关注组织发展、关注社会需

求，不同动机下个体对领导—部属关系的需求存在差异，进而员工与领导间的关系存在差异。

除了组织员工，管理层也会为了拉拢有能力的下属，利用自身所掌握的资源做有利于身边人的

决策，从而形成或稳固以己为中心的利益团体（Zhang等，2015）。
2. 组织层面影响因素

关于组织层面对差序氛围的影响，目前仅有少量研究从企业本质属性及团队特征角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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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初步探讨。经济理性是企业的本质属性，因而员工归类不仅仅是情感关系导向，同时还应

考虑员工价值这一维度。组织理性要求对员工投资要依据员工贡献，经营成本的攀升要求组织

用人不仅要看感情也要看员工能力，应依据能力的差异给予不同的对待，包括职业晋升、薪资

福利及参与机会等。团队特征强调团队工作性质的差异，刘军等（2009）对某大型制造集团下属

项目团队的实证研究发现，团队任务相依性对团队差序氛围有显著负向影响。任务相依性作为

重要的团队任务情景，主要指团队成员在完成工作任务时彼此互动及依赖的程度。一般而言，

团队成员需要通过分享行为完成任务时，成员间“相互依赖”就会产生。研究证实，任务相依性

较强的团队，成员间的频繁互动可强化团队整体感，进而弱化圈层感知；相互依赖的团队特征

增加了团队成员协作的机会，进而缩小资源分配的差异；高度依赖和互动的团队氛围降低了领

导者与某特定团队成员建立紧密联系的可能性，进而减少了差别对待行为。

综观现有研究，差序氛围的影响因素研究多数为理论阐释，尤以文化情境因素的影响研究

为主导，实证研究较为缺乏。仅有少量研究尝试从主体视角考虑个体层面及组织层面因素对差

序氛围的影响，如刘军等（2009）通过对81个工作团队的追踪研究，探讨了差序氛围的形成机

制。可见，差序氛围的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尤为缺乏，其形成

机制有待从组织性质的差异、组织文化氛围等多元视角加以探讨。

四、  组织差序氛围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组织差序氛围影响效应的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个体层面及组织层面两个方面展开。

（一）个体层面的影响效应

Lee 和Ashforth（1996）指出，当员工感知到缺乏满足工作要求的足够资源时，会引发情绪

耗竭。同时，Buchwald（2010）指出，员工需要耗费大量的内在资源调节情绪，导致个体资源分

配失衡，进而影响个体行为。组织差序引致的资源差异性分配使得个体在资源可得性上存在显

著差异，从而个体资源平衡程度不同，进而个体效能及组织行为都会存在差异。现有研究发现，

差序氛围对员工敬业度、漠视行为、主动性、组织信任及承诺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1. 个体角色视角

Demerouti等（2001）提出的JD-R模型认为，员工是否敬业取决于工作要求（job demand）和
工作资源（job resource）之间的平衡程度，组织差序氛围使组织资源的分配在个体间存在差异

从而破坏工作要求为资源的平衡，因而降低员工工作投入，即敬业度（陶厚永等，2016）。此外，

Ren等 （2017）将员工自我发展作为结果变量研究，探讨了组织中存在的差序关系对员工自我

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组织内存在的关系对员工的自我发展呈现倒U形关系，并非单向度有

益。根据认知过程理论，个人接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信息超载会导致个人决策延迟，同时

降低自愿行为的动机。高质量的交换关系意味着社会情绪交换量更大，包括对领导私下接触及

私人生活包容和顺从，关系越好的领导对员工互惠要求的期待越高，当期待超过员工回报能力

的临界点后，由于精力限制，互惠活动会过多消耗个体时间、精力，进而自我发展活动受到限

制。因此，组织差序氛围越强，个体与领导关系差异就越明显，圈层核心成员感受到的互惠压力

越大，进而负向影响个体寻求自我发展的活动。

2. 人际角色视角

于伟等（2016）研究了差序氛围和员工漠视行为间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显示，组织差序氛

围能够强化员工职场排斥感，组织差序氛围浓厚时个体更容易与他人进行对比，将个体间差异

归因外在化，破坏员工间横向联系，增强职场排斥，进而弱化其组织自尊，最终产生漠视行为。

同时，差序氛围对漠视行为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Morrison和Milliken 强调管理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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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对员工漠视行为的影响，当上级对负面反馈存在排斥心理并且上下级关系官僚化显著时，员

工漠视行为会得到强化。相反，管理的开放性和员工漠视行为是负相关的，组织圈层现象使得

组织开放性降低、层级化特征明显，因而员工漠视行为增强。

3. 个体组织情感视角

Luo等（2015，2016）利用圈层结构模型研究了差序氛围在个体层面的影响效应，结果显

示，差序氛围对个体在组织承诺、组织信任及员工角色外行为等方面的影响在不同群体间存在

差异。

行为决策理论认为，个体的信任选择是一个有限理性的决策过程，个体会权衡收益—损失

作出是否选择信任的决定（Jones和George，1998）。在圈层结构模型中，不同位置成员的组织信

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Wang等，2012），其中圈内成员的组织信任水平高于圈外人，核心成员信

任高于普通成员，圈层中关系桥成员的组织信任水平高于非关系桥成员，核心圈层成员的信任

度高于普通圈层，也即个体与组织圈层核心的距离与其组织信任水平正相关（Luo等，2015）。
Shore和Barksdale（1998）指出，在社会交换中双方相互责任高时，情感承诺更高；同时，强连带

关系为员工提供了互惠交换的机会，同事间交互行为可减少孤独感，增强组织支持感，进而提

高员工的组织承诺。在Luo（2015）的圈层结构模型中，越靠近圈层中心关系的连带性越强，角

色间相互责任越高，因而圈外人比组织内其他人的组织承诺低；大领导班底和非正式领导班底

的组织承诺高于边缘人；大领导班底比非正式班底的组织承诺要高（Luo等，2016）。社会交换

理论认为，社会交换并非总是即时性回报，互惠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因此在社会交换过程中，

受预期回报期待的影响，个体会主动进行角色外行为。圈内成员间的互惠基于情感交换拥有更

高水平的信任，因此其组织公民行为动机高于圈外成员。但在圈层内部，关系桥成员、主管周边

成员、圈子核心成员在组织公民行为水平上依次降低。关系桥个体拥有资源优势的同时也面对

圈层冲突的风险，因而为了与其他成员保持和谐关系降低风险，关系桥成员会主动参与组织公

民行为。圈边人为了改变所处圈层位置有更高的组织公民行为动机，而班底人员已位于权力核

心层不需要更多的角色外行为，同时和圈边人相比班底成员更了解怎样的行为更符合组织需

求因而不需要额外工作，所以班底成员组织公民行为动机低于圈边人（Luo等，2015）。
（二）组织层面的影响效应

就组织层面而言，大多数研究主要围绕差序氛围对组织绩效的间接影响。在组织规章不断

完善、组织发展不断规范的情况下，差序氛围对组织绩效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因而一些研究

者选择将团队合作及组织信任等因素作为中介变量，考察差序氛围与组织绩效的关系。

1. 差序氛围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团队合作是基于信任产生的，组织差序氛围下的差别对待使团队成员的权力与地位存在

差异，进而影响人际信任。此外，差序氛围下不同圈层间信任度也会不同。根据Weiss和Cropanzano
（1996）提出的情绪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s theory，AET），人们经常情绪性地对事件作出反

应。信任水平的降低致使“圈外”成员产生漠视情绪，进而影响圈内的互助行为，“圈外”成员不

愿主动帮助“圈内”成员、并降低自身努力程度的情绪反应结果，会直接导致组织绩效下降，也

即差序氛围越强，团队合作水平越低，组织绩效越低（刘军等，2009）。彭正龙和赵红丹（2011）指
出，团队差序氛围与知识共享及团队创新绩效显著负相关，知识共享中介了差序氛围对团队创

新绩效的作用。团队创新能力依赖于快速获取创新所需要的相关知识，而知识的获取则要求团

队成员的知识共享。知识共享是基于个体间信任形成的团队互助行为，个体差序氛围感知会降

低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因此差序氛围浓厚的团队表现出低水平的交互活动，知识共享水平的降

低使得组织创新绩效水平也随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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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差序氛围的调节作用

差序氛围在组织层面的影响不仅包括其对组织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还在领导风格和

组织绩效的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差序氛围在服务型领导与团队绩效间有显著的调

节作用，组织差序氛围水平越高服务型领导对团队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其作用机理在于，

团队中感知到差序氛围的成员会产生被边缘化的感觉，产生对抗情绪，降低合作意愿，进而影

响团队绩效，而服务型领导可以使员工得到尊重和关怀，进而抵消差序氛围引起的负面情绪，

提升其满意度。因而当差序氛围浓重时，服务型理念可以通过提升团队满意度进而提高团队绩

效，而差序氛围淡薄的团队，团队氛围较为公正、和谐，此时服务型理念提升团队绩效的作用并

不显著（李露等，2016）。
战略型领导对员工心理授权的预测作用受差序氛围水平的调节，组织差序氛围浓厚时，战

略型领导对员工心理授权的增益效果更为明显（陈璐等，2015）。组织差序氛围水平较低时，团

队成员认为组织权力及资源分配较为公正，其心理授权保持在较高水平，此时领导是否采取战

略型理念对员工心理授权水平并无显著影响。当组织差序氛围浓厚时，因差序对待引起的不公

正感会降低个体心理授权水平，此时战略型领导采取创造性行为鼓励员工创新行为，增进成员

合作及组织关系网络的建设，这些都会减轻成员间的互相戒备，增强信任从而正向预测员工心

理授权；同时，战略型领导为组织成员争取更多外部资源的行为会降低组织内资源配置不公的

感知，从而提高其心理授权。

此外，薛亦伦等（2016）通过对12家企事业单位的实证研究发现，组织差序氛围调节领导成

员交换关系在员工政治技能与工作场所排斥间的中介作用。组织差序氛围水平越高，员工会认

为组织资源是依据与领导关系的疏密程度进行分配，因此与领导构建高质量交换关系的动机

越强，从而降低遭遇工作场所排斥的可能性，即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员工政治技能与工作场所

排斥的中介作用越强。

与差序氛围的影响因素研究相比，其影响效应的相关研究更为全面丰富。大多数研究以实

证数据证实了差序氛围对个体及组织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效应，同时，现有研究还将差序氛围作

为调节变量探讨了其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然而，综观现有研究，多数研究者对差序氛围影响效

应的关注点多集中在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以及对组织绩效的间接影响作用，无论是个体层面

还是组织层面，均缺少对任务绩效、组织绩效等客观核心指标的研究。

通过对前文有关组织差序氛围研究成果的梳理，本文整理构建了组织差序氛围研究的综

合模型（参见图2）。在该模型中，社会层面的儒家伦理、权力距离，组织层面的领导风格、组织文

化、团队任务相依性，个体层面的圈层动机、政治技能等作为前因变量影响组织差序氛围；差序

氛围作为一种组织特征主要表现为组织内的“圈子”现象、资源分配的差异性等；组织差序氛围

通过个体差序氛围感知对个体的组织信任水平、敬业度、工作绩效等产生影响，同时影响团队

的知识共享、团队合作进而影响团队绩效及组织创新绩效等。

五、  研究评析与未来研究展望

差序氛围作为中国本土情境下的组织人际关系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现有研

究主要集中于相关概念和特征、测量工具、影响因素及其结果变量等方面。虽然相关研究已经

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但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未来的组织差序氛围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思考：

第一，组织差序氛围的相关理论研究。首先，对于组织差序氛围的概念及其操作化存在纷

繁混乱和不一致的地方。一方面，不同学者在研究中的表述各异，如“组织差序氛围”、“差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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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关系”、Guanxi、圈子等；另一方面，对这些概念的具体理解和操作化也存在各自的不同解

读。其次，组织差序氛围与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差序格局有何共同点和不同之处，其具体的传统

文化根基以及内在运作机制和逻辑机理等，如何构建相关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等，均有待进一

步深入思考和探讨。

第二，差序氛围的测量。现有实证研究多采用台湾学者刘贞妤的11题项量表，该量表在华

人组织的研究应用中均有较高的信效度，该量表主要基于部属对领导不一致对待行为感知的

角度对组织差序氛围进行测量。但差序氛围作为一个组织层面的变量，在测量中不应将主体限

定为部属这一单一角色，因而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尝试开发新的量表，从组织管理者及员工等

多元主体视角对组织差序氛围进行测度。此外，测量指标难以精确度量也是现有研究中存在的

问题，关系的评价是较为主观的概念，因而在新量表的开发中应着重考虑如何实现差序氛围度

量方法的规范化。

第三，重视差序氛围的影响因素研究。差序氛围作为本土化构念，儒家“尊尊亲亲”的伦理

观念是其重要的理论缘起，同时差序氛围作为组织情境概念，其形成及程度强弱受组织及个体

因素影响较大。但现有研究多围绕中国儒家伦理等社会文化传统对差序氛围的影响展开且多

以理论阐释为主，相关的实证研究极为缺乏，仅有少量研究者从团队特征、员工政治技能、成就

动机等角度研究差序氛围的形成机制。因此，未来研究可从组织及个体两方面探讨差序氛围的

前因变量。

在组织层面，未来研究可以探索组织性质、组织规范化程度、组织文化氛围等因素对差序

氛围的影响；在个体层面，除了现有的领导者拉拢下属这一动机性因素，还应加强研究领导者

特质、领导者层次等因素对差序氛围形成机制的影响，如不同管理层次间差序氛围影响效应的

差异，同一组织内基层和中高层间的可控资源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差序氛围的水平。高层人员掌

握着更为丰富的组织资源，这使得圈层资源分配存在差异的可能性更大；与此形成对比，基层

管理人员纵使位于圈层中心其拥有的组织资源也并不丰富，此时圈层内资源分配差异性或许

不够显著，因而其差序氛围的水平可能相应较低。同时，基层员工的考核及晋升等都较为客观

或采用定量标准透明度较高，因而比他人更为亲密的部属关系也难以发挥预期作用，组织差序

氛围的效应可能相对降低。

第四，完善差序氛围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现有研究已经证实差序氛围对组织绩

儒家伦理

权力距离

组织属性

团队任务相依性
尊卑有序

差别对待

偏私的资源分配置

组织差序氛围

个体行为

个体圈层动机

员工政治技能 战略型领导

服务型领导

团队合作

知识共享
组织绩效

 
资料来源：本文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图 2    组织差序氛围研究综合模型

 

组织差序氛围：概念、测量及作用机制
95



效、个体认知及行为存在直接或间接影响，但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并不完善。此外，关于差序氛

围对个体和组织的影响到底是好还是坏，也是值得进行思辨和深入研究的。一方面，有学者提

出组织成员都加入一定圈子的话组织平均信任水平会提高，同时，差序氛围为组织管理注入了

柔性因素提高了组织运作的灵活性；另一方面，有学者研究发现，差序氛围会破坏组织公正感，

不利于组织良性发展。因而未来可以加强差序氛围对组织信任、员工归属感等因素的影响机制

研究，探讨差序氛围正面及负面效应的作用机理及作用条件，对组织管理中如何实现科学规章

与人情关系的动态平衡这一实践需求提供有效指导。

第五，关注差序氛围的本土化应用价值。差序氛围强调组织人际关系的“差序”特征，进而

强调差序特征对个人及组织的影响。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工作场域中，“站队”、“抱团”、“划圈子”
是差序氛围的具体表现，而差序氛围的动态性特点是组织中个体热衷社会交换的重要前提，个

体通过“拉关系”实现由圈外向圈内移动进而享受更有利的互动法则，是其社会交换的重要动

机（张晓洁等，2014）。“拉关系”是个体获得优待的重要手段，但这一趋利动机是否会产生负面

影响甚至是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圈层划分会强化圈内人的忠诚及组织承

诺，但为了成为圈内人而可能引发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与当下社会价值观相悖，甚至会影响组

织形象。因此，如何植根中国文化情境加强组织设计，使得差序氛围的作用趋利避害，也是值得

思考和探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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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Chaxu Climate: Concept, Measurement
and Mechanism

Chen Zhixia,  Dian Yajiao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Summary: Organizational Chaxu climate is the product of the inter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gan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native culture. The essence of it is that the organization
resource allocator treats the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differently based on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him.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rcle culture, power hierarchy, differential treatment, partial
resource allocation, reciprocal social exchange and the dynamics of relations, which highlighted by the
organizational Chaxu climate, are the appropriate descriptions of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hinese society. The related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academic topic of “localization” that deserves great
attention. At present, Chinese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Chaxu climate. Theoretical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concepts of “difference pattern”,
“organization circle”, “circle phenomenon” and “relationship”, discuss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Chaxu climate, and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the Chaxu climate in the human society dominated
by the “relation-based” thought. But theoretical researches lack a systematic definition of Chaxu climate.
The measure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Chaxu climate mostly adopts the “Chaxu Climate-Scale” of Liu
Zhenyu. The scale is only confined to the individual dimension, but the organizational Chaxu climate
emphasizes  not  only  the  individu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latives  and  individuals,  but  also  the
organizational  atmosphere  based on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of  differentiation,  and therefore  the
atmosphere of the measurement system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he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haxu
climate mostly uses the differential atmosphere as the antecedent variable or the regulatory variabl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xu climate on the organization and individual while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haxu climate is relatively scarce. In addition,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take the LMX as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of the research, but as a localization concept, the organizational
Chaxu climate is a unique phenomenon in the Chinese work field. Therefore, this concept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LMX in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recent related researches, the
authors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concept,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the antecedents, the consequences
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organization difference ambience, and constructed the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the organizational Chaxu climate.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are summarized,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Chaxu climate is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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